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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书写

编者按: 作为历史学领域的一门分支学科，中国近代史研究始于清季而兴于民国。
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家在搜集、整理和编辑刊印中国近代史文献资料基础上，尝试从不

同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历程，撰写了众多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民国时期的中

国近代史研究趋向及书写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既有从“革命”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

发展历程的“革命叙事”，也有从“近代化”视角观察中国近代社会嬗变的“现代化叙事”;

既有从民族主义立场书写的“百年国耻史”，也有从弘扬民族文化角度书写的“民族精神

史”; 既有立足基本史实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行叙述的实证性倾向，也有从思想文化的

视角对中国近代政治变动进行阐释的文化史趋向。这些不同的研究视角及书写方式，深

化了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知，值得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室，

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对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书写问题作了多次研讨

并形成一些研究心得。这里选载的这组文章，便是该室五位学者研讨的初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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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① 《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公司 1995 年版。

革命与“革命叙事”

马 勇
(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就中国历史学进展而言，“革命叙事”在 1949 年后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构成问题，但是到了改革

开放时期，由于重评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洋务运动及资产阶级，“革命叙事”渐有式微之势。至“告别

革命”说出，①“革命叙事”绝地反击，夺回了部分话语权。不过，这场争论至今并没有结束。

一、革命叙事之发生

“革命”有广狭之分。广义上的革命，指事物发生根本性变革，是质的飞跃; 狭义的革命，主要

指社会的、政治的革命。在古代中国，“革命”似乎并不是一个“好词”。《周易》所谓“天地革而四

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总觉得有强辩意思在。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但汤武式的行动在古代中国并不被认同，更不会获得支持。汉

景帝时，齐人辕固生以治《诗》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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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

得已而立。非受命何?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

虽失道，然君上也; 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

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位，非邪?”于是上曰: “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

知味也; 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① 讨论革命不涉“本朝”时，还是一个可以谈论的话

题，一旦置换为“本朝”，就是一个极端敏感问题，关涉正当性，于是汉景帝果断取消了这个讨论。
汉景帝是对的。汤武革命，刘邦革命也都是对的，但汉王朝政治统治已成事实，继续强调革命

正当性、合法性，总觉得不是滋味，因而此后两千年，历代王朝尽管许多依然是汤武、刘邦式的夺取

政权，但历代统治者都不会认同革命，认同造反，但凡在自己统治的王朝发生类似事件，无不以

“寇”、“匪”之类名词妖魔之。
直至孙中山出，“革命”渐成为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新词。这是孙中山的伟大贡献，也是后来

国民党史观建构的基础。② 由此检视国民党主导编写的近代史，革命，包括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都

与正统史学渐行渐远③，清政府、满洲贵族承担了中国落后的原罪，孙中山、革命党成为救世主，晚

清叙事逐渐脱离正统史观、王朝史观，叙述主线不再以统治者活动为主，革命者、造反者成为新历史

叙事中的主角。④

站在“汤武革命”立场上，孙中山控诉满州异族政权对汉人三百年压迫，以为“不完全打倒目前

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 一开始用欧洲人做顾问并在几年内取得

欧洲人行政上的援助) 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⑤“革命”成为

中国发展的唯一选项，这是“革命叙事”得以发生的历史背景。

二、“革命叙事”之主旨

“革命叙事”与 20 世纪全球范围民族主义运动相吻合，因而迅即获得知识界认同，并将朦胧中

的“革命叙事”体系化，填充丰富内容，至民族主义革命高潮，一个全新的近代中国历史叙事大致成

型:“由 1840 年英人以炮火击破中国的门户，强行输入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中经英法联军之役、中
法之役、中日之役、庚子联军之役、日俄之战、日德之战，一直到 1925 年‘五卅运动’以来，帝国主义

者在上海、沙面、汉口、九江等处，对于中国民众的屠杀，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

族史。”⑥

这是李大钊 1926 年的描述。他认为，这一条浩浩荡荡的民族革命运动史的洪流，时而显现，时

而潜伏，时而迂回旋绕，蓄势不前，时而急转直下，一泻千里。它的趋势是非流注于胜利的归宿而不

止。简明地说，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只在压迫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完全消灭的时候，才有光荣的

胜利的终结。
李大钊并不是专业历史研究者，他的看法只是一种天才般的猜测。近代中国的主题，就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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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 88，《儒林传》，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1896 年 12 月 3 日香港出版的《支那邮报》有论云:“至革命派之缘起，虽无由追溯，而其大要由不慊于满清之行事。近中

日一战，而此派遂崭然露其头角。孙逸仙博士辈之初意，原欲以和平之手段要求立宪政体之创行而已，迨至和平无效，始

不得不出于强力。”(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81 页)

冯自由说:“吾国清代之有革命党，以兴中会为嚆矢。在兴中会以前，非无革命党也。如康熙六十年台湾朱一贵之中兴

会，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之天地会，嘉庆元年鄂皖豫湘各省刘松、聂杰人、齐王氏等之白莲教，嘉庆十八年燕鲁晋豫

各省林清、李文成等天理教，道光三十年洪秀全之太平天国，皆可谓之革命党。”( 《自序》，《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 页)

刘浦江:《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
《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88 页。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 1926 年 3 月 12 日) ，《李大钊全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6 页。



接纳不期而遇的“西方”，进而就是中国能否向西方学习，步入全球一致的发展轨道。回望十九世

纪全球史，整个东方实际上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作为先发的西方国家，他们来到东方固然不是传

教士自诩的那样拯救人类，传播福音，资本的输出、市场的开拓，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因而如果将这

些活动一概归为帝国主义，李大钊的朋友胡适就很不赞成。① 胡适指出，“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

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

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

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做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

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②胡适竭力反对革命的路，反对革命史观、“革命叙事”，主

张以渐进的改良推动中国转型。
渐进改良或许也是一条可以选择的路，这是严复、康有为、章太炎以来知识人最期待的路。但

20 世纪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无法让中国循序渐进。期待往往落空，期待改良，却引来了革命，革命

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主旋律。这是历史事实。
接续李大钊思考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的有华岗。华岗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兼具知识人情怀。

1931 年，华岗出版《中国大革命史》，1941 年出版《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49 年出版了《太平天

国革命战争史》。华岗系列作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建构近代中国“革命叙事”的典范之作。它回溯

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走过的道路，一方面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承认帝国主义的

进入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既为中国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为中国革命准备了无

产阶级。
基于这样的理路，华岗那一代倾向“革命”的史学家，大致接受了共产国际、斯大林、布哈林对

中国革命的分析，以为伴随着西方势力东来，中国由封建社会渐渐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何干之③、李达、瞿秋白、张闻天、吕振羽等，都有比较细致的论述。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话语环境中，近代中国几乎所有事件、人物，都有了很不一样的含义。比

如，1898 年发生的变法与政变，原本只是中国资产阶级要求权利分享的和平变革、改良主义，与革

命毫无关系，但在“革命叙事”者笔下，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改革领导者没有群众基

础，没有革命意识，只是幻想、祈求点滴改良，因而注定失败。④ 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显得文不对

题，但在当年确是严肃认真的讨论。

三、“革命叙事”之定型

1930 年代，“革命叙事”还属草创阶段。各方面知识人对这个叙事充满怀疑，胡适说:“革命论

的文字，也曾看过不少，但终觉其太缺乏历史事实的根据。”如说贫穷是由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那

么难道帝国主义来之前的中国不贫穷吗? 又比如说中国的混乱是由于帝国主义操纵军阀，那么试

问，张献忠、洪秀全又受何国操纵? 今日蒋冯阎大战又受哪一国操纵? “这都是历史事实的问题，

稍一翻看历史，当知此种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大抵不中情理。鸦片固是从外国进来，然吸食鸦片

者究竟是什么人? 何以世界有长进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独钟于我神州民族? 而今日满田满地

的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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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并不认同胡适对“革命叙事”的责难，但对胡适“反对今之所为革命，完全同意”。他也

认为“革命叙事”过于“轻率浅薄”，“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并不足以解释近代以来的

中国问题。①

用胡适的名言说:“反对就是兴趣的表示，就是注意的表示。”②草创期的“革命叙事”能赢得学

界大佬反对，而且还有那么多的认同者、追随者，足以显示“革命叙事”的生命力，意味着具有修正、
完善，逐渐定型的前景。

使“革命叙事”最终定型并一直深刻影响到今天的，有很多因素很多人，毛泽东等中共高层的

理论思考是一个方面，延安、重庆那时“进步知识界”的讨论也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范文澜、胡
绳，他们两人将这个模式渐次用于近代史实证研究、具体表述上，用事实证明了“革命叙事”的

效用。
范文澜与毛泽东、梁漱溟同龄，均较胡适小两岁。范文澜是蔡元培的同乡，在蔡元培执掌北大

校政时毕业，任蔡校长私人秘书，与毛泽东结识，由此建立深厚友谊，影响了后来历史发展。在北大

读书时，范文澜追随黄侃习《文心雕龙》，为章太炎再传弟子。又从陈汉章、刘师培习经学，因而具

有非同寻常的学术基础，在儒家经学、中国历史、文学诸领域均有非凡成就，为章门第三代传人中的

佼佼者。抗战初起，范文澜在河南大学一面教学，一面从事救亡运动。1940 年初抵延安，先后在马

列学院、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那时，正值整风运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因为这种契

机，毛泽东建议范文澜编写一本适合一般干部阅读的中国历史读本。
毛泽东的建议唤醒了范文澜的学术兴致，也为范文澜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用武之地。范文澜开

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读中国历史，并尝试建构一个全新体系。1941 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

编》出版第一卷，他计划用三卷篇幅重写远古至当代中国历史。按照计划，第三卷为鸦片战争至义

和团时期的历史，后将第三卷单独出版，定名为《中国近代史》。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充分吸收了前此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蒋廷黻 1938 年出版的《中国

近代史》。那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具有极强的批判意识，蒋廷黻的研究成为范文澜的靶子，蒋廷黻

的学术框架、学术资源，也就自然成为范文澜批判性吸收的对象，因而在范文澜的许多讨论中，都可

以看出蒋廷黻讨论的“倒影”。
蒋廷黻说林则徐在近代中国开关时刻只顾及自己清誉，明知中国没有办法与英国人开战，也知

道不应该与英国人开战，但仍旧不愿向朝廷建言。接替林则徐的琦善则不然，他对西方知道的并不

比林则徐多，但他知道中国不应以强硬对英国，知道通商贸易并不仅仅利于英国，而且也有利于中

国。琦善那几个外交家代表朝廷签订《南京条约》虽说让中国受到一些损失，但实在是中国走向世

界的起点，是中国现代化的开始。
范文澜不这样认为。他的看法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饱受侵略的苦难，中国由此陷入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境地。痛定思痛，回顾往事，范文澜依然愤愤不平，以为鸦片战争就是英国资

本主义强国殖民扩张的产物，英国殖民者利用资本主义先进技术，驾驶着新式运输工具，带着可怕

的杀人武器，还有那精美且廉价的纺织品，前往远东开辟市场。他们不允许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

国闭关自守，不允许中国孤立于资本主义世界之外。
当然，范文澜并没有颂扬中国的孤立主义、闭关锁国政策。但他认为，中国是一个老大封建帝

国，由于小农经济、家庭手工业自然经济性质，中国没有办法迅速满足英国纺织资本家的要求。中

国不愿意开门，英国不让中国关门，于是战争。范文澜谴责英国为了维持巨大的鸦片贸易利润不惜

战争，这充分体现了强权即公理的资本主义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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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梁漱溟全集》第 5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1 页。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文集》第 2 卷，第 571 页。



范文澜赞扬林则徐的抵抗，推许林则徐是“中国封建文化优良部分的代表者”，是清代晚期维

新运动思想先驱，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个评价与蒋廷黻的看法正好相反。蒋廷

黻说林则徐不肯牺牲个人清誉与时人奋斗，是一个在道德上有亏欠的“伪善者”。而范文澜认为林

则徐相信民心可用，因而愿意抵抗，愿意将英国势力拒之门外。
对于蒋廷黻称许的穆彰阿、琦善等外交家，范文澜始终不愿认同，以为这些人的妥协就是投降，

就是卖国，就是与外国勾结。在范文澜看来，假如不是穆彰阿、琦善等人妥协主义影响，中国就不会

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所以，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对穆彰阿、琦善，以及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段
祺瑞、汪精卫一路骂过来，以为就是这些投降派阻碍了中国进步，将中国一步一步推进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深渊。
对近代中国一切反抗外国侵略的力量，范文澜发自内心赞美，以为此乃中国不亡的根基。他称

赞三元里抗英，称赞太平天国，称赞义和团，赞美一切造反者、反抗者。这个叙事从根本颠覆了先前

近代中国历史认知，标志着“革命叙事”成型。
与范文澜稍有不同，胡绳 1948 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所要着重说明的，“是帝国主

义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

同的待遇，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 中 国 人 民 的 革 命 事

业等。”①

据《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七版序言，这本 20 万字的作品在 1996 年前四十年间仅人民出版

社就印过六版，并相继翻译成英、俄、德、西，及日文出版，其影响力由此可见。在《北京六版序言》，

胡绳描述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写作背景。他说，1947 年的中国，是中国政治大变动前夜，共产

党领导的战争已进入一个伟大转折时期，用毛泽东 1947 年 12 月的话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

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②胡绳说，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实际上是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提

示，解释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是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研究在成书

前，曾交上海左翼刊物发表。
胡绳认为，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并不意味着不科学，不历史，“并不妨碍作者严格地从历史的

真实出发来写自己的书。为了说明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

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

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

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作时丝毫离开

历史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中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

题。”③这是作者的自信，也是那个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最普遍的看法。
由于历史条件制约，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只写到 1924 年。又由于作者那时只是一

个非常年轻的学者，具有青年写作者的普遍弱点，掌握的资料也非常有限，时间也比较匆忙，因而疏

漏以及论述不充分在所难免。评论界对这本书有褒有贬，在充分肯定其原创性同时，也有人善意指

出这本书的主要缺点是对社会经济条件缺少必要分析，因而对于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帝国主义各

国对中国的统治和中国社会各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没有能深入地从经济条件上给予

说明，留存有一些概念化的分析缺陷。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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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香港初版序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96 年版，第 7 页。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北京六版序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 4 页。
《北京四版序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 6 页。



范文澜、胡绳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将“革命叙事”定型化、经典话，必须承认在 1949 年之

后，“革命叙事”取得了压倒一切叙事模式的绝对优势。这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后果: 一个多

元的历史理解渐行渐远。
其实，从大历史叙事说，革命与改良相对待而存在，都是人类历史上不绝如缕的事件。但社会

进步主要凭借改良，也就是中国老话说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人们提供适度保守，适度变革，

推动社会进步。但有些时候，革命又不得不发生，没有革命的推动，旧势力不愿自动退出，旧体制无

法改良。革命，是一种非常手段，又是社会进步过程中不得已的手段。因而，革命与改良在历史上

往往交替发生。一个理想状态，大约像冯友兰的期待，大致维持革命与改良适度紧张与平衡，而不

是一方压倒另一方:“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

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我有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旧邦同

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 左翼人士欣赏我促进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

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①

“革命叙事”是一个伟大创造，居功甚伟。但一定要谨记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与其他一切

叙事模式一样，都是为了“说话方便”，并不代表历史本身，更不是一切历史。一个多元开放的历史

叙事，依然需要学界同仁不懈努力。

① 《在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仪式上的答词》，《冯友兰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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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书写

尹媛萍
(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当陈旭麓向钟叔河推荐重版蒋廷黻写于 1938 年的《中国近代史》时，萦绕在他心头的是蒋廷

黻在书中所宣告的那个论断———中国近代以来的根本问题，就是能不能实现近代化; 若能，中国是

有希望的，若不能，则中国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近代化”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成为知识界一个流

行的“热词”，到改革开放以后成为若干思想解放运动所呼应的时代主题词，中国学人对它的内涵

以及与中国现实关系的理解，经历了若干起伏与变迁。作为建国后一段时期内被当做胡适派资产

阶级学者在近代史领域内的一大批判对象，蒋廷黻及其所倡导的现代化史观，在改革开放成为国策

之前就被有识者重新重视，这不是历史的巧合———在思考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问题时，这更像是一

个绕不过去的原点。
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于外交史，当时他的目标是要对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対外关系

史》作出中国的回应。在《中国近代史》中，外交方面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重，这种格局是由蒋廷黻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整体看法决定的。在他看来，中外关系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中最重要的方面，通过

中外关系这个视角可以展示出近代中国发展演变的进程，发现其中的教训。但这绝不意味着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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